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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建立一个典型农户模型,从理论上推导互联网使用对农户生产要素配置决策的影响机制,

并基于 2014—2020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使用联立方程模型进一步实证检验互联网使用在农户非农

就业、土地流转和风险投资方面的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对农户生产要素配置决策的影响是逐步递进

的,总体而言能够促进农户参与非农就业、土地流转和风险投资,且该影响主要通过提升农户生产组织水平和增加

农户信息获取渠道两条途径得以实现。 同时,互联网使用对所在地区、经济状况和土地稳定性不同的农户的生产

要素配置表现出差异化影响效果,因此可以根据农户各自特征优化其生产要素配置决策,从而改善农户收入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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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提出

长期以来,农业是广大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 传统的精耕细作生产模式规模较小且机械化水平较低,
难以实现农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为此,中央及地方政府试图采取农机购置补贴、土地确权、“三权”分置

等一系列措施来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短板,营造了有助于农户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政策环境,但农村市场信

息的不完全性限制了制度创新和政策调整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的成效。
市场信息的不完全性是阻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一大壁垒,导致资源配置缺乏效率。 如何畅通信息流

通渠道已成为提升市场配置效率的关键因素。 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深入发展,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

等数字技术创新活跃,为各行各业的信息化转型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撑。 信息化发展相对滞后的农村也日益

受到数字技术的影响,从政府提出的“宽带中国”到“数字乡村”战略,可以看出数字技术正在向中国农村地

区延伸,以一种不容忽视的力量融入农户生产、生活的全过程,有力推动了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 中国互联

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 51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2022 年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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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9%。 基于互联网使用的滴水灌溉、远程监测、无人机植物保护等技术手段也在一些财富水平较高的大农

户间兴起。
互联网在生产、生活中日益广泛的应用深刻地改变了农户的生计模式,为农户增收带来了新机遇。 这

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依托于互联网交易模式,平台经济催生技能要求不高、进入门槛较低的网

店、外卖员、配送员等大量包容性强的灵活就业形态,增加了农民非农就业渠道;二是互联网使用促使网络

信息互联互通,数字化平台招聘信息的即时性、透明性降低了农民在非农就业匹配过程中的交易成本,提高

了农民非农就业的实现效率;三是互联网技术在农业生产各环节中的应用,使农民可以更快地掌握农业生

产资料、农产品市场信息,并运用相关技术设备提高农业生产率,从而更有效率地组织农业生产,提高农业

收益;四是互联网与普惠金融的创新融合大大降低了金融服务门槛和交易成本,能够为农民提供与其能力

相匹配的金融理财产品,同时也让农户创业融资成为可能。 对此,农户的生计模式开始由单一依赖务农逐

步向务农、务工、经商和金融投资等多元结合的生计模式转变。 在这一过程中,互联网使用改变了农户生产

要素不同方向投入的边际产出,使得理性农户不得不重新考虑对所拥有的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等生产要素

的配置决策:劳动力在农业务农与非农业务工之间的配置;土地在自营与流转之间的配置;不同农作物种植

面积的配置①;农户资本在农业、工商业、金融业等领域投资比重的配置。 值得思考的是,农户的生产要素配

置偏好具体是怎样转换的? 互联网使用如何对农户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发挥作用? 其影响效果如何? 为回

答上述问题,本文通过构建一个互联网使用影响农户生产要素配置的理论模型,推导出待验证假设,之后基

于 2014—2020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使用联立方程模型进一步检验互联网使用的影响因素及

其对农户非农就业、土地流转和风险投资②的作用机制,为中国推进农村互联网普及更加精准有效地服务农

户生产要素配置提供决策依据,从而增强“提低”力度,助力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

　 　 二、文献综述

劳动力、土地和资本是农户的三大基础性生产要素[1] 。 非农就业、土地流转和风险投资则是与之相对

应的农户主要生产要素配置决策。 由于中国农村要素市场运行机制的不健全,农户生产要素错配现象普遍

存在[2-3] 。 劳动力要素的市场化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城乡二元结构下的户籍制度使农村劳动力缺乏非

农就业机会[4-5] ;二是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分配制度忽略了农户的生产效率差异[6] ,加之随着农业机械化

水平的提高,家庭务农需要的劳动力数量理论上低于实际值,农村存在大量的隐性失业劳动力[7-8] 。 从土地

要素配置的角度来看,虽然自 2003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颁布之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可

以依法流转,但农村土地退出不畅和流入受阻仍是引发土地资源错配的突出因素[9-10] ,导致许多农村地区

出现撂荒闲置的土地[11] ,同时也存在有效率的农户无法扩大农业生产规模的问题[12-13] 。 资本要素配置层

面的扭曲,主要表现在农村居民财产创造收入的价值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居民可支配财产性净收入总体偏

低[14] ,这是由于农村的金融建设相对滞后,有限的理财产品品种难以满足农民对安全性和收益性的复杂需

求[15] ,使得大部分农户更倾向于将储蓄用于建设或翻新不能增值的农村自有住房[16-18] ,资源资产化转化通

道不畅通,从而陷入资本要素错配的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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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鉴于互联网使用对中国大多数农户不同农作物种植面积决策的影响不大,且农户生产要素的农业配置收益仍小于非农业配置收益,本
文暂不研究农户对不同农作物种植面积的生产要素配置决策问题。

本文所指的风险投资为广义的风险投资,泛指具有高风险、高潜在收益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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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要素的错配严重制约了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有效激活农户生产要素是谋求农村发展、繁荣农村

经济的前提[19] 。 目前,信息技术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重要内容,凭借其强渗透性和广覆盖性的优势[20] ,
引领着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以互联网深化为重要标志的农村信息化已然成为影响农户生产要素配置的关

键力量。 首先,在互联网技术的加持下,时间和距离不再是信息传输的阻碍,也就是说互联网能够改变信息

获取途径,为家庭和个人分享各种信息提供重要手段[21-22] 。 这加强了多形式的农业互助和大规模的信息交

流[23-24] ,使得农户的社会关系网络发生扩张[25-27] ,从而扭转了农户在市场交易过程中历来的信息弱势处

境[28-29] 。 其次,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地区金融资源的供给短缺造成农户被排斥在正规金融服务之

外[30-31] ,互联网的使用赋予金融行业普惠性,有利于解决农户所面临的特殊市场失灵问题,帮助农户获得金

融服务[32-34] 。 这种数字普惠金融可以促进农户所持金融资产的多样化[35] ,并不会影响农户的农业生产经

营投资[36] 。 最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使用不仅能够提高农户进行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和专业化程

度[37-39] ,而且通过传播现代生产生活理念,调动了农户的主观能动性,促进了农户的非农就业与土地流

转[40-43] ,导致农业资源配置效率得以改善[44] ,从整体上对农户家庭福祉产生了积极影响[45-46] 。 然而,农户

是否会使用互联网很可能存在自选择问题,因为个体的主动性是实现技术有效采纳的关键[47] ,农户在可供

选择的方案里做出决策会受到认知能力的影响[48] ,而认知冲突又往往会造成农户对技术使用成本与收益的

权衡有偏于理论值[49] ,进而导致行为选择上的偏差。
通过梳理文献发现,目前关于农户生产要素错配问题的讨论已经形成了大量研究成果,并且伴随着

互联网在农村的迅速发展,部分学者开始探究这一信息技术对农户生产要素配置决策产生的影响,但更

多研究仅是基于相关理论的多角度论述,在借助数理模型来探讨作用机制和演进规律方面仍有所欠缺。
此外,从相关实证研究来看,已有研究大多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或倾向得分匹配法分析互联网使用与农

户生产要素配置的关系,忽视了某些不可观测因素对模型的影响;且多数文献仅关注了互联网使用对农

户非农就业或土地流转的影响,未将劳动力、土地、资本三种生产要素同时纳入农户的最优决策。 对比已

有相关研究,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如下:在研究视角上,将农户风险投资决策与非农就业、土地流转决策

纳入同一分析框架,更为全面地探究互联网使用在农户生产要素配置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以验证其能

否成为盘活农户生产要素的重要媒介;在研究方法上,先是构造理论模型推导互联网使用影响农户生

产要素配置的内在机制,然后通过计量模型对互联网使用的影响效果以及生产要素间的相互联系进行

实证分析,增强了盘活农户生产要素规律探寻的可靠性;在政策价值上,对农户生产要素配置问题的

探讨有助于理解当前时代背景下信息技术进步与农业农村发展的关系,可为政府制定相关农村经济政

策、引导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提供新思路,对于加快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和现实意义。

　 　 三、理论分析

本文在阿扎莫普洛斯和雷斯图恰(Adamopoulos
 

&
 

Restuccia,
 

2014) [50] 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农户生产要

素最优配置决策模型,据此展开关于互联网使用对农户生产要素配置影响机制的理论分析。

　 　 (一)生产技术描述

随着农业技术革命不断深化,劳动力在农业生产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倾向于管理,并且不同农户间的

务农能力差异也在逐渐扩大。 因此,本文将农户的管理水平 γ 和受家庭禀赋影响的务农能力 S 纳入农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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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函数,具体函数形式如下:
y =[A( I)S] 1-γ[Lα

aT β(Kg +ka) 1-α-β] γ (1)
式(1)中, y 为农户进行农业生产的产出水平, A 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I 为农户的互联网使用程度, La 为

农户分配给务农的劳动力, T 为农户实际经营的土地规模, Kg 为政府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公共投入, ka 为农户的

农业资本投入,并且有农户的管理水平 γ ∈ (0,1)、 劳动力产出弹性 α ∈ (0,1) 和土地产出弹性 β ∈ (0,1)。

　 　 (二)基本理论模型

理性农户的生产要素配置决策取决于农户对于家庭收入的预期。 本文假设农户具有三种初始禀赋,分

别为劳动力数量 L、 承包土地规模 T0 和财富水平 W, 其家庭收入由务农收入、非农就业收入、财产性收入和

经营性收入四部分组成。 其中,务农收入为农业产出水平 y 与农业资本投入 ka 的差额,且理论上单位土地

所需劳动力数量为 m ;非农就业收入由市场工资率 w 、自然迁移成本 c0、工作搜寻成本 LC( I) 和农户分配给

非农就业的劳动力 Lna 共同决定;财产性收入包括土地转出的地租和其他金融投资的财产性收入,前者取决

于土地租金率 R 、流转信息成本 TC( I) 和土地流转规模 T0 - T ①,后者取决于风险投资回报率 θ、 投资信

息成本 IC( I) 和农户风险投资 kf 中用于金融投资的比例②;经营性收入受风险投资回报率 θ、 投资信息成本

IC( I) 和农户风险投资 kf 中工商业投资份额的影响。
那么,一个典型农户的家庭预期收入最大化问题可以表示为:

max[A( I)S] 1-γ[La
αTβ(Kg +ka) 1-α-β] γ -ka + [w -c0 - LC( I)]Lna +Iout{(T0 - T)[R - TC( I)]} -

Iin{(T -T0)[R + TC( I)]} + [θ - IC( I)]kf
 

s. t. 　 La +Lna ≤L

ka +kf ≤W
 

La = mT
根据上述最优化问题,可以得到如下的一阶条件:

∂y
∂T

( I) = [R ± TC( I)] + m[w -c0 - LC( I)] - m ∂y
∂La

( I) (2)

∂y
∂ka

( I) = 1 + θ - IC( I) (3)

式(2)表明,农户的劳动力配置决策和土地配置决策二者密切相关。 一般而言,产业间的收入差距是影

响农户从事非农工作的主要因素,在利润最大化动机的驱使下,农村部门的剩余劳动力会逐渐转移到城市

部门,农户对土地的依赖性随之降低,一定程度上会促进土地流转市场的发展。 农户对土地要素的配置决

策主要由土地边际产出与土地净租金水平的比较来决定,但同时也会受到非农就业单位收入与务农劳动力

边际产出差额的影响,这体现了土地对农户的非凡意义。 由于农业生产会为农户提供经济安全保障,起到

转移劳动力的“避风港”作用,除非非农就业机会足够多、收益足够大,否则即便是土地边际产出小于土地净

租金,农户也不会轻易转出土地。 相应地,种植专业户也难以转入土地。 由式(3)可知,农户对家庭资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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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使用指示函数 Iout 和 Iin 分别表示农户是否转出、转入土地(是 = 1,否 = 0),若转出土地,则 T0 - T = T0 - T ;若转入土地,则

T0 - T = T -T0 。
为简化模型,本文将其他金融投资和工商业投资统称为风险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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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配置取决于农业资本边际产出与风险投资单位收益的相对大小,在农业资本边际产出较低的情况下,
农户更倾向于通过进行风险投资来获得财产性收入或经营性收入,反之则会选择增加农业资本投资。

　 　 (三)最优要素需求

通过对最优化问题的一阶条件进行求解,可以计算出农户的最优劳动力、土地和资本要素需求,三者的

表达式如下:

La = A( I)S

γ
1

1-γm
(α+1)γ-1

1-γ

1 + θ - IC( I)
1 - α - β

é

ë
êê

ù

û
úú

(1-α-β)γ
γ-1 m[w -c0 - LC( I)] + [R ± TC(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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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论上,一方面,农户互联网使用深度和广度的拓展,弥补了农户对新型农业技术的使用鸿沟,再加上农

业信息化对先进技术的传播和扩散,使得农户能够有效利用当前最合适的技术进行生产,有助于改善农业生产

组织结构,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即 ∂A(I)
∂I

> 0, 具有农业增效效应。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虽然能够节省后期

生产过程中的部分人力、物力和财力,但这种由新技术投入所带来的变革需要借助农业规模经营方能弥补前期

投入的高额成本,可能会推动更多的边际土地用于生产[51] ,进而在短期内促使农户在农业生产中投入更多的

生产要素。 另一方面,农户对互联网的使用会打通信息流通渠道,使信息能够快速准确地传达到各个节点,同
时也有利于减少臃肿低效的中间环节,强化农户与市场、产业链、社会组织等各方面的衔接[52-53] ,有效缓解交易

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降低了信息搜寻成本,即 ∂IC(I)
∂I

< 0、 ∂LC(I)
∂I

< 0、 ∂TC(I)
∂I

< 0, 具有非农降本效应,不

仅实现了信息收集“量”的跨越,而且提高了数据获取准确度[54] ,能够推动农户参与非农就业、土地流转和风险

投资。 根据式(4)—式(6)可知,互联网使用的两个影响机制作用方向相反,作用程度受到农户务农能力的影

响。 具体而言,由于农户的最优劳动力、土地和资本要素需求均为务农能力 S 的增函数,导致务农能力强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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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农户生产要素投入量变化趋势

户的农业增效效应大于非农降本效应,也就是说,农户的务农

能力越强,则其越有可能在互联网使用的影响下增加农业全要

素投入,从而进行专业化生产;而务农能力弱的农户,对农业增

效效应的反应微弱,更可能在非农降本效应的影响下配置生产

要素,逐渐减少各种要素在农业中的投入比例。

对一般农户而言,互联网使用程度加深是一个漫长的过

程,农户互联网使用对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影响表现出阶段

性特征。 如图 1 所示,农户生产要素投入量会随互联网使用

程度的加深而逐渐发生变化,并且该变化轨迹在不同务农能

力的农户间存在差异,具体影响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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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Ⅰ阶段,由于处于互联网使用初期,农户对互联网各项功能的使用尚不熟练,利用互联网寻求的可胜

任非农就业机会很少,即便最优劳动力投入量下降,农户也无法将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进而也不会进

行土地流转。 特别地,对于务农能力强的农户,得益于其自身在农业领域的比较优势,该类农户基本不会考

虑参与非农就业,反而可能会在未来成为转入他人土地的种植大户。 资本要素配置方面,随着农户对互联

网的使用,信息搜寻成本逐渐下降,务农能力弱的农户会将一小部分资本用于进行简单的金融投资,以获得

财产性收入;而务农能力强的农户则会选择在农业生产中投入更多资本,以进一步推动农业的智慧化转型,

从而为规模化、集约化的农业生产奠定基础。

在Ⅱ阶段,随着农户互联网使用程度进一步加深,务农能力弱的农户受非农降本效应影响而参与非农

就业和风险投资,从而减少其在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并且相较于Ⅰ阶段,该阶段中农户的风险

投资增速更大。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务农能力强的农户依然不会倾向于参与非农就业和增加风险投资比

例,但此时这类农户的农业资本积累已达到一定水平,农业资本投资增速开始放缓。 土地要素配置方面,虽

然互联网使用程度加深会使最优土地要素投入量发生改变,但是该阶段处于务农能力弱的农户参与非农就

业的初期,由于非农就业尚存在一系列不确定性因素,故这类农户此时并不会将具有“避风港”作用的土地

转出,而务农能力强的农户即使想扩大生产规模也无地可租。

在Ⅲ阶段,农户使用互联网已经较为娴熟,可供农户选择的非农就业机会越来越多,且非农就业转移成

本也随之下降,故该阶段务农能力弱的农户会加大非农就业转移程度;而务农能力强的农户,由于其农业生

产的智能化、规模化、集约化水平已经趋于较高水平,进一步改善空间有限,此时互联网使用对其的非农降

本效应大于农业增效效应,所以这类农户会在家庭内部形成分工,一部分家庭成员开始参与非农就业。 在

该阶段中,农户的非农就业基础稳固,务农能力弱的农户会开始考虑将土地转出,并且随着土地流转信息搜

集成本的下降,这类土地转出农户会逐渐增加土地转出规模,而务农能力强的农户则有机会继续转入土地

以扩大专业化生产规模。 此外,由于该阶段务农能力弱的农户开始转出土地,其农业资本投入会大幅下降,

非农资本投入相应增加,甚至一部分富裕农户会进行工商业投资,如开农村超市、餐馆、民宿等;对于务农能

力强的农户,当农业资本深化达到一定程度时,继续增加农机资本投资所带来的边际产出极低,于是这类农

户将会开始利用闲置资本参与风险投资。

综上,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互联网使用能够促进农户非农就业,并对务农能力不同的农户存在异质性影响,有助于优化农村内

部和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格局。

H2:互联网使用能够促进土地有序流转,使土地资源逐渐集中到务农能力强的少数人手中,有益于实现

弃耕农地的有效利用。

H3:互联网使用能够促进金融投资、工商业投资等风险投资,提高农村资本市场活跃度,有利于解决农

户资本利用率低的问题。

　 　 四、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

考虑到农户互联网使用可能存在的自选择问题以及非农就业决策与土地流转决策间存在的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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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联立方程模型进行分析,以期更准确探究互联网使用对农户生产要素配置决策的影响。 具体的模

型设定如下:

Internetit =η0 +η1Distanceit +η2Rateit + ∑η3X it + provcdi + yeart +τit (7)

Employit =α0 +α1Internetit + ∑α2X it + provcdi + yeart +εit (8)

Landoutit =β0 +β1Internetit +β2Employit + ∑β3X it + provcdi + yeart +μit (9)

Landinit =γ0 +γ1Internetit +γ2Employit + ∑γ3X it + provcdi + yeart +νit (10)

Investit =δ0 +δ1Internetit + ∑δ2X it + provcdi + yeart +κit
 (11)

其中, i 和 t 分别代表农户与年份。 式(7)为互联网使用决策方程,式(8)—式(11)均为生产要素配置方

程。 Internetit、 Employit、 Landoutit、 Landinit 和 Investit 分别表示农户互联网使用、非农就业、土地转出、土地转入

和风险投资的二值虚拟变量, Xit 为户主、家庭和村庄层面的特征变量向量, provcdi 和 yeart 分别为省份固定效

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α、
 

β、γ、δ 为本文所关心的待估参数, τit、 εit、 μit、 νit 和 κit 为各方程的随机扰动项。 此外,

在互联网使用决策方程中,本文还控制了农户户籍所在城市距中国互联网重要起源地———杭州市的球面距离

Distanceit 和农户所在村庄层面的互联网普及率(不包含农户自身在内) Rateit 两个控制变量。

　 　 (二)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 2014—2020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数据库。 该数据库覆盖中国 25 个省份

162 个县(市、区),通过对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的数据进行跟踪搜集,反映中国社会、经济、人口、教育和

健康的变迁,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变量处理和样本筛选过程如下:(1)以国家统计局的城乡分类为依据删除

城镇地区样本,并舍弃在四轮调查中均没有土地的农村地区样本,仅保留有土地的农户样本;(2)在利用数

据库中已有变量构造研究所需变量之后,对关键变量指标的缺失数据和异常数据进行剔除;(3)为减轻极端

值的影响,在 1%的水平下对主要连续变量进行缩尾处理,最终得到由 15
 

832 个农户组成的四期非平衡面板

数据。

　 　 (三)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

为探究农户的劳动力、土地和资本要素配置情况,本文设置农户非农就业、土地转出、土地转入和风险

投资四个被解释变量。 非农就业表示农户家庭中是否至少有一位成员外出打工挣钱,若回答是赋值为 1,否

则赋值为 0;在土地流转方面,土地转出表示农户是否将集体分配的土地出租给他人,土地转入表示农户是

否租用他人土地,若回答是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风险投资表示农户是否持有债券、股息、基金等金融产品

或从事个体私营活动,若回答是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2. 核心解释变量

移动互联网是农村居民连接互联网的最主要渠道,农户是否受到互联网发展的影响,最直观地表现在

农户的移动设备使用情况,故本文根据 2014 年问卷中的“是否上网”以及 2016 年、2018 年、2020 年问卷中的

“是否使用移动设备上网”来判断农户是否使用互联网的情况,若回答是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特别地,

在后文的稳健性检验中,本文还以业余上网时间、上网用途种类来分别衡量农户的互联网使用深度和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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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使用广度,进一步验证互联网使用情况的影响效果。

3. 控制变量

根据既有研究,本文分别从户主①、家庭和村庄层面控制可能影响农户决策行为的变量。 其中,户主层

面的控制变量包括户主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健康水平;家庭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家庭的人

口数、汽车拥有情况、政府补助;村庄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村庄的地貌特征、到县城的距离、土地面积、务农

比例。 除上述变量外,考虑到行为模仿理论所导致的“跟风”效应,会使得农户所在地区的互联网使用环境

越好,则农户使用互联网的概率越大,本文在互联网使用决策方程中的控制变量还包括距杭州市的距离和

村级互联网普及率。

4. 机制变量

为验证互联网使用的农业增效效应和非农降本效应,本文分别采用农用器械价值、人情礼支出作为农

户生产组织水平和信息获取渠道的代理变量。 农用器械价值是指农户拥有的联合收割机、拖拉机、脱粒机、

机引农具、抽水机、加工机械等农用机械当前总价值,该值越大意味着农业自动化程度越高,相应的农户生

产组织水平也就越高;人情礼支出是指农户过去 12 个月总共支出的包括实物和现金在内的人情礼,该值越

大意味着农户用于维持社会关系的费用越高,反映出农户信息获取渠道的拓宽。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2014—2020 年参与非农就业的农户比例均值为 43. 26%,说明

样本中近一半的农户家庭中会有人选择外出打工,这与近年来中国农村劳动力持续外流的趋势相符。 参

与土地转出和转入的农户比例均值分别为 14. 76%和 11. 28%,远低于农户非农就业比例均值,表现出农

户对土地的依赖性。 虽然大部分农户会参与非农就业,但并不愿意离开具有较稳定的收入保障的农业。

从转出和转入土地农户比例的相对大小来看,农业呈现出规模化的发展趋势;参与风险投资的农户比例

均值为 7. 50%,从绝对值来看所占比例较低,意味着风险规避型农户仍占绝大多数,农村工商业和金融业

依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对于核心解释变量互联网使用,在 2014—2020 年“村村通宽带”已基本实现的

背景下,农户的互联网使用比例均值为 27. 29%,该值明显偏低,而造成这一现象的主导原因已不再是客

观条件限制,更多地是在于农户的主观选择,这也体现了本文使用联立方程模型缓解农户自选择问题的

必要性。 在控制变量中,户主的年龄均值大约处于中年年龄段,大部分户主为男性、有配偶,且受教育年

限偏低、健康水平中等偏下;农户一般为四口之家,仅有 16. 31%的农户拥有汽车,但有近三分之二的农户

收到了政府补助;样本中 40. 77%的村庄为平原,到县城距离的均值为 52. 815
 

1 里②,土地面积均值为

7
 

412. 513
 

2 亩③,村庄务农比例近半,距杭州市的距离均值为 2
 

209. 468
 

0 里,村级互联网普及率均值为

26. 50%④。 在机制变量中,代表生产组织水平的农用器械价值均值为 2
 

824. 092
 

3 元,代表信息获取渠道的

人情礼支出均值为3
 

272. 059
 

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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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由于 CFPS 并未给出明确的户主信息,本文将数据库中的家庭“财务回答人”识别为户主。
1 里= 500 米。
1 亩≈666. 67 平方米。
该值与样本中农户的互联网使用比例存在些许偏差,这是由于本文为增强该变量的外生性,先于变量处理和样本筛选构造了该变量,

即该变量的计算数据中包含了没有土地或某些关键变量缺失的农户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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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定义及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非农就业 农户家庭中是否有人外出打工挣钱:是= 1,否= 0 0. 432
 

6 　 0. 495
 

5 0 　 1

土地转出 农户是否将集体分配的土地出租给他人:是=1,否=0 0. 147
 

6 0. 354
 

7 0 1

土地转入 农户是否租用他人土地:是= 1,否= 0 0. 112
 

8 0. 316
 

4 0 1

风险投资 农户是否持有金融产品或从事个体私营:是=1,否=0 0. 075
 

0 0. 263
 

4 0 1

核心解释变量 互联网使用 农户是否上网:是= 1,否= 0 0. 272
 

9 0. 445
 

4 0 1

控制变量 年龄 户主的年龄 / 周岁 52. 533
 

3 13. 615
 

9 16 92

性别 户主是否为男性:是= 1,否= 0 0. 577
 

4 0. 494
 

0 0 1

婚姻状况 户主是否有配偶:是= 1,否= 0 0. 854
 

9 0. 352
 

2 0 1

受教育年限 按户主受教育程度折算的受教育年限 / 年 5. 889
 

6 4. 759
 

2 0 22

健康水平 按照李克特 5 级量表分为:非常不健康 = 1,比较不

健康= 2,一般= 3,比较健康= 4,非常健康= 5
2. 804

 

6 1. 288
 

4 1 5

家庭人口数 农户家庭成员数量 / 人 4. 003
 

4 2. 002
 

7 1 21

汽车拥有情况 农户是否有汽车:是= 1,否= 0 0. 163
 

1 0. 369
 

5 0 1

政府补助 农户是否收到政府补助:是= 1,否= 0 0. 654
 

9 0. 475
 

4 0 1

地貌特征 村庄地形是否为平原:是= 1,否= 0 0. 407
 

7 0. 491
 

4 0 1

到县城的距离 村委会到本县县城的距离 / 里 52. 815
 

1 41. 630
 

6 0 280

土地面积 村庄拥有的土地总面积 / 亩 7
 

412. 513
 

2 11
 

586. 751
 

8 10 101
 

500

务农比例 村庄常住人口中实际从事农业的比重 0. 495
 

6 0. 246
 

5 0 1

距杭州市的距离 农户户籍所在城市到杭州市的球面距离 / 里 2
 

209. 468
 

0 853. 321
 

9 0 5
 

040

村级互联网普及率 剔除农户自身所计算的村级互联网普及率 0. 265
 

0 0. 199
 

3 0 1

机制变量 生产组织水平 农用器械价值 / 元 2
 

824. 092
 

3 14
 

918. 648
 

2 0 700
 

000

信息获取渠道 人情礼支出(元 / 年) 3
 

272. 059
 

8 5
 

216. 483
 

2 0 120
 

000

　 　 注:为了避免离群值的影响,本文在模型估计过程中对到县城的距离、土地面积、距杭州市的距离、生产组织水平和信息获取渠道进行了对

数化处理,并且由于存在 0 值样本,故取对数的方式为实际值加 1 后取自然对数;为了降低任何区县被识别的风险,CFPS 项目办公室要求到杭

州市距离的极值采取 10 位数取整的呈现方式。

　 　 五、实证分析

根据联立方程秩条件和阶条件,该模型中被斥变量结构参数矩阵中的秩为 4,说明方程可以识别,且
式(7)和式(10)为过度识别,式(8)、式(9)和式(11)为恰好识别。 因此,本文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估计方

法,解决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和扰动项之间的相关性问题。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 2 汇报了互联网使用对农户生产要素配置决策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结果显示,农户的互联网使用

情况会受到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家庭人口数、汽车拥有情况、政府补助、距杭州市的距离和村

级互联网普及率的影响,而互联网使用会提高农户参与非农就业、土地转出、土地转入和风险投资的概率,
本文所提出的三个假设得到验证。 具体而言,户主为男性、受教育程度高、家庭负担小、经济状况优、所在地

互联网环境好的新生代农户拥有的社会资源相对更多,能够提高农户对于新技术的接受度,所以这类农户

使用互联网的概率更大。 随着互联网使用程度的加深,两类农户在农业生产、社会交往等方面会形成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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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维差距,进而影响其在生产要素配置上的决策。 互联网使用对农户非农就业、土地流转和风险投资决

策都有正向影响。 从影响程度来看,相比土地流转和风险投资,互联网使用对农户非农就业的促进效应更

明显,这可能是由于目前土地流转市场机制尚不健全,农户风险投资有效需求不足,导致互联网使用的影响

效果甚微。 特别地,在生产要素配置决策的相互联系方面,农户参与非农就业对其土地转出决策具有正向

影响,而对其土地转入决策具有负向影响,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互联网使用赋能土地转出和土地转

入的影响程度的差异,侧面反映了中国土地流转供给充足但需求疲软的客观情况。

表 2　 联立方程模型的基准回归

变量
互联网使用

决策方程

生产要素配置方程

非农就业 土地转出 土地转入 风险投资

互联网使用 0. 093
 

3∗∗∗ 0. 041
 

6∗∗∗ 0. 027
 

8∗∗∗ 0. 048
 

3∗∗∗

(0. 010
 

6) (0. 007
 

9) (0. 007
 

0) (0. 005
 

8)

非农就业 0. 029
 

0∗∗∗ -0. 075
 

0∗∗∗

(0. 005
 

9) (0. 005
 

2)

年龄 -0. 014
 

1∗∗∗ -0. 004
 

9∗∗∗ 0. 002
 

6∗∗∗ -0. 001
 

9∗∗∗ -0. 000
 

3

(0. 000
 

2) (0. 000
 

4) (0. 000
 

3) (0. 000
 

2) (0. 000
 

2)

性别 0. 015
 

4∗∗ -0. 052
 

4∗∗∗ -0. 011
 

6∗ 0. 004
 

5 0. 006
 

2

(0. 006
 

0) (0. 008
 

0) (0. 005
 

9) (0. 005
 

3) (0. 004
 

4)

婚姻状况 -0. 064
 

2∗∗∗ 0. 004
 

6 -0. 077
 

1∗∗∗ 0. 048
 

1∗∗∗ 0. 005
 

0

(0. 008
 

3) (0. 011
 

1) (0. 008
 

2) (0. 007
 

3) (0. 006
 

0)

受教育年限 0. 015
 

8∗∗∗ 0. 000
 

0 0. 000
 

3 -0. 001
 

0 0. 003
 

6∗∗∗

(0. 000
 

7) (0. 001
 

0) (0. 000
 

7) (0. 000
 

6) (0. 000
 

5)

健康水平 0. 003
 

7 0. 002
 

9 -0. 010
 

0∗∗∗ -0. 002
 

0 0. 000
 

5

(0. 002
 

3) (0. 003
 

0) (0. 002
 

0) (0. 002
 

0) (0. 001
 

7)

家庭人口数 -0. 005
 

1∗∗∗ 0. 042
 

4∗∗∗ -0. 005
 

3∗∗∗ 0. 008
 

5∗∗∗ 0. 004
 

3∗∗∗

(0. 001
 

6) (0. 002
 

1) (0. 002
 

2) (0. 001
 

4) (0. 001
 

2)

汽车拥有情况 0. 110
 

1∗∗∗ -0. 043
 

7∗∗∗ 0. 018
 

5∗∗ 0. 038
 

2∗∗∗ 0. 134
 

6∗∗∗

(0. 008
 

0) (0. 010
 

8) (0. 008
 

0) (0. 007
 

1) (0. 005
 

9)

政府补助 0. 021
 

7∗∗∗ 0. 021
 

1∗∗ 0. 023
 

2∗∗∗ 0. 044
 

0∗∗∗ -0. 005
 

8

(0. 006
 

4) (0. 008
 

5) (0. 006
 

3) (0. 005
 

6) (0. 004
 

6)

地貌特征 0. 001
 

0 -0. 025
 

0∗ 0. 033
 

9∗∗∗ -0. 001
 

8 -0. 009
 

1

(0. 010
 

0) (0. 013
 

6) (0. 010
 

0) (0. 008
 

9) (0. 007
 

4)

到县城的距离 -0. 001
 

0 0. 002
 

0 -0. 024
 

3∗∗∗ -0. 004
 

0 -0. 007
 

2∗∗

(0. 004
 

9) (0. 006
 

6) (0. 004
 

9) (0. 004
 

3) (0. 003
 

6)

土地面积 0. 002
 

1 0. 008
 

8∗ -0. 016
 

1∗∗∗ 0. 000
 

9 -0. 007
 

2

(0. 003
 

7) (0. 005
 

0) (0. 003
 

7) (0. 003
 

3) (0. 002
 

7)

务农比例 -0. 012
 

7 0. 065
 

8∗∗∗ -0. 060
 

9∗∗∗ 0. 010
 

5 -0. 037
 

3∗∗∗

(0. 016
 

0) (0. 021
 

4) (0. 015
 

8) (0. 014
 

1) (0. 011
 

7)

距杭州市的距离 -0. 118
 

4∗∗∗

(0. 03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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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续)

变量
互联网使用

决策方程

生产要素配置方程

非农就业 土地转出 土地转入 风险投资

村级互联网普及率 0. 218
 

3∗∗∗

(0. 023
 

6)

常数项 1. 650
 

0∗∗∗ 0. 353
 

3∗∗∗ 0. 571
 

7∗∗∗ 0. 192
 

7∗∗∗ 0. 14
 

96∗∗∗

(0. 252
 

2) (0. 087
 

3) (0. 064
 

5) (0. 057
 

5) (0. 047
 

7)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5
 

832 15
 

832 15
 

832 15
 

832 15
 

832

R2 0. 407
 

0　 　 0. 141
 

3　 　 0. 086
 

2　 　 0. 088
 

6　 　 0. 094
 

6　 　

　 　 注:∗∗∗ 、∗∗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后表同。

　 　 (二)影响机制检验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农户的生产组织水平和信息获取渠道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生产要素配置决策,
这可能是互联网使用促进农户参与非农就业、土地流转和风险投资的潜在机制。 为了验证互联网使用的这

两个作用机制,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得到农户互联网使用对其生产组织水平和

信息获取渠道的影响效果。 如表 3 所示,互联网使用能够提升农户生产组织水平、增加农户信息获取渠道,
在农业增效和非农降本方面成效显著,有利于推动农户更好地对其所拥有的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要素做出

优化配置。 进一步地,参考刘依杭(2023) [55] 、龙云等(2023) [56] 的研究,互联网使用对农户生产要素配置决

策的作用机制很可能会受到农户务农能力的影响。 因为相对于务农能力较弱的小农户而言,大农户更具备

市场意识和合作意识,对现代生产要素需求更为强烈,所以务农能力强的农户的互联网使用农业增效效应

相对更大,而务农能力弱的农户的互联网使用非农降本效应相对更大。 这意味着互联网使用在影响微观单

位农户优化其生产要素配置的同时,也在宏观层面使全社会形成各取所长的分工格局。

表 3　 互联网使用的影响机制检验

变量 生产组织水平 信息获取渠道

互联网使用 0. 277
 

5∗∗∗ 0. 367
 

6∗∗∗

(0. 082
 

7) (0. 056
 

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5
 

832 15
 

832

R2 0. 016
 

4　 　 0. 054
 

0　 　

　 　 注:由于篇幅限制,本表及之后各表不再汇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三)异质性分析

1. 按发展阶段分组

互联网使用的红利效应依赖于完善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伴随着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迭代升级、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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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和持续建设,农户生产要素配置决策偏好也会呈现动态变化。 因此,本文根据村级互联网普及率的三

分位数将全样本划分为互联网使用初期、中期和后期三部分,分别考察每个阶段互联网使用对农户生产要

素配置的影响效果,回归结果见表 4。 在互联网使用初期,虽然互联网使用对非农就业、土地转出、土地转入

和风险投资的影响系数都为正,但其对非农就业和土地流转的影响系数并不显著,互联网使用在 1%的显著

性水平下提高了风险投资概率 5. 16 百分点。 在互联网使用中期,互联网使用除了促进农户参与风险投资

外,还提高了农户的非农就业参与率,但对土地流转无影响。 在互联网使用后期,互联网使用与农户非农就

业、土地转出、土地转入和风险投资之间均存在正向关系,且互联网使用对农户非农就业的促进作用远大于

对其他生产要素配置的影响。 此外,通过纵向对比各阶段中互联网使用的影响程度,可以发现,互联网使用

对农户非农就业的促进作用在后期更大①,这可能与农业的规模化转型有关,一方面是因为务农能力弱的潜

在非农就业农户开始将土地转出转而从事收入更高的非农工作,另一方面是因为务农能力强的农户得益于

规模经济也会有部分家庭劳动力逐渐从农业生产活动中释放出来;但在风险投资方面,互联网使用对风险

投资的促进作用并未呈现理论分析中所描述的逐渐增大趋势②,可能的原因是,虽然互联网使用能够为潜在风

险投资农户提供参与机会,但是从长期来看,由于农户风险偏好较弱的传统保守倾向难以改变,使得潜在风险投资

农户的数量基本不会发生变化,从而造成了互联网使用对农户风险投资促进程度的相对稳定甚至降低。

表 4　 不同发展阶段条件下互联网使用的影响效果检验

条件 变量 非农就业 土地转出 土地转入 风险投资

互联网使用初期 互联网使用 0. 022
 

0 0. 015
 

0 0. 017
 

3 0. 051
 

6∗∗∗

(0. 021
 

9) (0. 016
 

3) (0. 013
 

9) (0. 010
 

6)

非农就业 0. 045
 

8∗∗∗ -0. 099
 

2∗∗∗

(0. 010
 

2) (0. 008
 

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5
 

274 5
 

274 5
 

274 5
 

274

R2 0. 152
 

6 0. 118
 

9 0. 103
 

9 0. 104
 

3

互联网使用中期 互联网使用 0. 062
 

4∗∗∗ 0. 017
 

7 0. 019
 

6 0. 047
 

7∗∗∗

(0. 018
 

3) (0. 013
 

7) (0. 013
 

5) (0. 010
 

5)

非农就业 0. 039
 

4∗∗∗ -0. 085
 

2∗∗∗

(0. 010
 

3) (0. 010
 

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5
 

275 5
 

275 5
 

275 5
 

275

R2 0. 153
 

3 0. 099
 

2 0. 118
 

7 0. 11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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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使用费舍尔组合检验方法,对组间互联网使用系数差异的显著性进行检验,通过自抽样 1
 

000 次得到在非农就业决策方程中互联

网使用后期组相对于初期组、中期组的经验 P 值均通过了组间系数差异检验。

 

在风险投资决策方程中,费舍尔组合检验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中期组与初期组、后期组与中期组的系数大小均没有差异,而后期组的

系数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小于初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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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续)

条件 变量 非农就业 土地转出 土地转入 风险投资

互联网使用后期 互联网使用 0. 163
 

2∗∗∗ 0. 080
 

6∗∗∗ 0. 028
 

9∗∗∗ 0. 043
 

8∗∗∗

(0. 017
 

0) (0. 012
 

3) (0. 010
 

1) (0. 009
 

8)

非农就业 0. 002
 

6 -0. 041
 

6∗∗∗

(0. 009
 

9) (0. 008
 

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5
 

283 5
 

283 5
 

283 5
 

283

R2 0. 160
 

3　 　 0. 127
 

9　 　 0. 096
 

0　 　 0. 113
 

5　 　

基于互联网使用的影响脉络检验回归结果,为更好地理解农户对劳动力要素的配置过程,本文进一

步讨论互联网使用对农户非农就业类型的阶段性影响。 如表 5 所示,中期阶段的互联网使用仅促进农户

兼职型非农就业,并未对农户全职型非农就业产生影响。 到互联网使用后期,随着土地流转市场的完

善,农户参与非农就业的形式开始由兼职型向全职型过渡,互联网使用能够促进农户全职型非农就

业。 由此可见,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持续冲击下,农户对生产要素的配置逐渐明晰,农业经济转型已

是大势所趋。

表 5　 互联网使用中后期非农就业类型决策方程回归

变量
互联网使用中期 互联网使用后期

兼职型非农就业 全职型非农就业 兼职型非农就业 全职型非农就业

互联网使用 0. 054
 

8∗∗∗ 0. 007
 

7 0. 086
 

8∗∗∗ 0. 076
 

3∗∗∗

(0. 017
 

5) (0. 011
 

4) (0. 016
 

7) (0. 010
 

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5
 

275 5
 

275 5
 

283 5
 

283

R2 0. 151
 

7　 　 0. 097
 

3　 　 0. 157
 

5　 　 0. 121
 

1　 　

　 　 注:因本部分主要考察在互联网使用中期和后期互联网使用对农户非农就业类型的影响效果,故省略了对联立方程模型中其他方程回归

结果的汇报。

2. 按所在地区分组

中国不同地区在社会发展、历史文化、资源禀赋等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在此背景下,互联网使用对农

户生产要素配置的影响很可能会呈现区域异质性特征。 对此,本文根据农户所在省份位于东中西部的地理

区位归属对全样本进行分组,回归结果见表 6。 对比不同地区互联网使用赋能农户生产要素配置的影响差

异可以发现,互联网使用总体上有利于促进农户非农就业、土地流转和风险投资,但农户所处的区域发展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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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也很重要,仅就促进土地转出和风险投资目标而言,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互联网使用影响效果更好①。
之所以出现这一差异,可能是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导致农户对土地的主

观依赖度相对更强,此时影响农户转出土地和参与风险投资的决定性因素不是客观上的信息不对称,而是

农户是否有其他稳定的经济来源,从而导致互联网使用的红利效应对西部地区农户土地转出和风险投资决

策的影响较弱。 从促进非农就业方面来看,西部地区的农户受互联网使用的影响程度更大②,这主要是由于

互联网使用弥补了西部地区教育资源、社会资源匮乏造成的农户人力资本不足,促使农户能够找到匹配的

非农工作,同时这也有利于缓解西部地区农户参与土地流转和风险投资的后顾之忧,推动农村土地市场和

资本市场的发展。

表 6　 不同所在地区条件下互联网使用的影响效果检验

条件 变量 非农就业 土地转出 土地转入 风险投资

东部地区农户 互联网使用 0. 076
 

2∗∗∗ 0. 029
 

4∗∗ 0. 023
 

6∗∗ 0. 056
 

2∗∗∗

(0. 016
 

9) (0. 012
 

9) (0. 011
 

0) (0. 009
 

6)

非农就业 0. 021
 

4∗∗ -0. 054
 

2∗∗∗

(0. 009
 

8) (0. 008
 

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6
 

049 6049 6
 

049 6
 

049

R2 0. 139
 

4 0. 085
 

4 0. 085
 

5 0. 123
 

5

中部地区农户 互联网使用 0. 055
 

4∗∗∗ 0. 081
 

7∗∗∗ 0. 032
 

1∗∗ 0. 06
 

19∗∗∗

(0. 020
 

2) (0. 016
 

3) (0. 013
 

4) (0. 011
 

5)

非农就业 0. 030
 

1∗∗ -0. 070
 

3∗∗∗

(0. 012
 

1) (0. 010
 

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4
 

380 4
 

380 4
 

380 4
 

380

R2 0. 149
 

7 0. 080
 

3 0. 100
 

3 0. 096
 

4

西部地区农户 互联网使用 0. 140
 

1∗∗∗ 0. 019
 

7 0. 028
 

7∗∗ 0. 024
 

6∗∗∗

(0. 018
 

4) (0. 012
 

1) (0. 012
 

3) (0. 009
 

2)

非农就业 0. 034
 

5∗∗∗ -0. 102
 

1∗∗∗

(0. 008
 

9) (0. 009
 

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5
 

402 5
 

403 5
 

403 5
 

403

R2 0. 142
 

6　 　 0. 096
 

2　 　 0. 094
 

8　 　 0. 062
 

9　 　

09

①
②

在风险投资决策方程中,西部地区组相对于东部地区组、中部地区组的经验 P 值通过了组间系数差异检验。
在非农就业决策方程中,西部地区组相对于东部地区组、中部地区组的经验 P 值通过了组间系数差异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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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经济状况分组

农户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理性主体,经济状况是影响其做出生产要素配置决策的重要因素。 为分

析互联网使用对不同经济状况农户的差异化影响,本文根据人均家庭纯收入三分位数将全样本分为经济

条件较差农户、经济条件中等农户和经济条件较好农户三部分,分样本回归结果如表 7 所示。 在非农就

业决策方面,互联网使用提高了经济条件较差和经济条件中等农户参与非农就业的概率,而对经济条件

较好农户的非农就业决策无影响。 这可能是因为互联网使用影响非农就业的效果主要是扶弱济困,经济

条件较好农户的社会资本较丰富,信息获取渠道相对更多,互联网使用的红利效应并不会明显改善这类

农户的原有处境,而这对于经济条件较差和中等农户可谓雪中送炭,为原本就业困难的较贫穷农户提供

了增收途径,使其更倾向于从事工资水平较高的非农工作。 在土地流转决策方面,互联网使用能够促进

经济条件中等和经济条件较好农户的土地流转,但对经济条件较差农户而言,互联网使用仅能够提高农

户土地转出概率 3. 20 百分点,而不会对其土地转入决策产生影响,说明土地主要是流转到具备一定经济

基础和务农能力的农户手中。 在风险投资决策方面,互联网使用促进了经济条件中等和经济条件较好农

户参与风险投资,但不会影响经济条件较差农户的风险投资决策。 这是由于风险投资需要一定的风险承

受能力,使得经济条件较差农户即使通过使用互联网获得了风险投资机会,也不会做出参与风险投资的

决策。

表 7　 不同经济状况条件下互联网使用的影响效果检验

条件 变量 非农就业 土地转出 土地转入 风险投资

经济条件较差农户 互联网使用 0. 180
 

7∗∗∗ 0. 032
 

0∗∗ 0. 007
 

7 0. 005
 

4

(0. 017
 

8) (0. 013
 

9) (0. 013
 

6) (0. 008
 

0)

非农就业 0. 006
 

0 -0. 096
 

1∗∗∗

(0. 010
 

7) (0. 010
 

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5
 

199 5
 

199 5
 

199 5
 

199

R2 0. 216
 

1　 　 0. 111
 

4　 　 0. 108
 

5 0. 061
 

7

经济条件中等农户 互联网使用 0. 097
 

0∗∗∗ 0. 039
 

0∗∗∗ 0. 042
 

0∗∗∗ 0. 046
 

7∗∗∗

(0. 018
 

8) (0. 013
 

8) (0. 011
 

5) (0. 008
 

3)

非农就业 0. 025
 

4∗∗ -0. 063
 

3∗∗∗

(0. 010
 

1) (0. 008
 

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5
 

187 5
 

187 5
 

187 5
 

187

R2 0. 164
 

9　 　 0. 106
 

2　 　 0. 099
 

7　 　 0. 08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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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续)

条件 变量 非农就业 土地转出 土地转入 风险投资

经济条件较好农户 互联网使用 0. 021
 

6 0. 048
 

3∗∗∗ 0. 029
 

4∗∗ 0. 064
 

8∗∗∗

(0. 018
 

0) (0. 013
 

8) (0. 011
 

8) (0. 012
 

4)

非农就业 0. 035
 

0∗∗∗ -0. 064
 

0∗∗∗

(0. 010
 

7) (0. 009
 

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5
 

186 5
 

186 5
 

186 5
 

186

R2 0. 134
 

8　 　 0. 098
 

9　 　 0. 115
 

5　 　 0. 128
 

1　 　

4. 按土地稳定性分组

土地作为农村发展的根基,不仅具有资源和生产资料属性,更具有财产属性,与农户的利益紧密相连。

在互联网持续推动农业经济转型的新形势下,土地地权是否稳定关乎着农户能否实现生产要素最优化配

置。 由于土地征用意味着农户地权的流失,一定程度上可以表征土地稳定性,于是本文根据农户是否经历

土地征用将全样本分为土地稳定性较弱农户和土地稳定性较强农户,分别考察互联网使用对这两种农户生

产要素配置的影响。 如表 8 所示,土地稳定性不会影响互联网使用赋能农户非农就业和风险投资的作用效

果①,但是会使其在对土地流转决策的影响上产生差异。 具体而言,互联网使用仅能使土地稳定性较强农户

参与土地转出和土地转入的概率分别增加 4. 23%和 3. 37%,并不会对稳定性较弱农户的土地流转决策造成

影响。 这两种情况下结果的差异证实了土地权属稳定性在土地流转交易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表 8　 不同土地稳定性条件下互联网使用的影响效果检验

条件 变量 非农就业 土地转出 土地转入 风险投资

土地稳定性较弱农户 互联网使用 0. 100
 

7∗∗ 0. 023
 

6 -0. 046
 

0 0. 059
 

1∗∗

(0. 042
 

7) (0. 027
 

7) (0. 028
 

8) (0. 025
 

1)

非农就业 0. 012
 

8 -0. 042
 

0∗

(0. 020
 

9) (0. 021
 

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963 963 963 963

R2 0. 243
 

8　 　 0. 194
 

8 0. 228
 

4　 　 0. 19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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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非农就业和风险投资决策方程中,费舍尔组合检验结果表明两个方程中两组的系数大小均无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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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续)

条件 变量 非农就业 土地转出 土地转入 风险投资

土地稳定性较强农户 互联网使用 0. 092
 

5∗∗∗ 0. 042
 

3∗∗∗ 0. 032
 

7∗∗∗ 0. 047
 

0∗∗∗

(0. 011
 

0) (0. 008
 

2) (0. 007
 

2) (0. 006
 

0)

非农就业 0. 030
 

9∗∗∗ -0. 076
 

2∗∗∗

(0. 006
 

1) (0. 005
 

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4
 

869 14
 

869 14
 

869 14
 

869

R2 0. 142
 

1　 　 0. 088
 

3 0. 088
 

1　 　 0. 096
 

0　 　

　 　 (四)稳健性检验

为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通过以下五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一是使用面板数据双向固定效应模

型替换原来的联立方程模型,来探究互联网使用如何影响农户的生产要素配置。 二是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模型,
按照一对一匹配法重新检验互联网使用对非农就业、土地流转和风险投资的影响。 三是仅保留追踪农户样本,
通过构造四期平衡面板数据,以在调查中被成功追踪的农户为研究对象,对模型进行再次估计。 四是替换核心

解释变量,以互联网使用深度和互联网使用广度两个指标替换原来的互联网使用指标,进一步考察互联网使用

程度对农户生产要素配置的影响。 五是采用核心解释变量的滞后项,来保证农户互联网使用和生产要素配置

的先后顺序,将 2012—2018 年的农户互联网使用数据分别与 2014—2020 年对应的农户数据进行匹配,重新估

计互联网使用的影响效果。 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①,互联网使用对农户非农就业、土地流转和风险投资的影

响均为正,并且影响程度也与前文中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说明本文得出的研究结论稳健可靠。

　 　 六、进一步讨论

前文实证结果总体上肯定了互联网使用会在非农就业、土地流转和风险投资方面对农户生产要素配置

产生影响,但值得讨论的是,互联网使用给农户带来的这种生产要素配置偏好变化是否会真正改善农户收

入状况? 为此,本文构建农户收入水平决定方程,并将其纳入联立方程模型分析框架,具体如下:

Incomeit =θ0 +θ1Employit +θ2Landoutit +θ3Landinit +θ4Investit + ∑θ5X′it + provcdi + yeart +ξit (12)

式(12)中的 Incomeit 代表农户收入水平,以人均家庭纯收入的自然对数来衡量; X′it 为户主和家庭层面

的特征变量向量,具体包括户主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健康水平和家庭的人口数、汽车拥有

情况、政府补助。 除此之外,其余变量的设定与联立方程模型中其他方程一致。
表 9 报告了考虑互联网使用情况下农户生产要素配置对收入水平影响的回归结果。 其中,参与非农就

业、土地转出、土地转入和风险投资均会促进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并且非农就业和风险投资的增收效应相

对更大,这为中国在信息时代利用互联网技术赋能农户增收提供了重点方向。 关于务农能力的分样本回归

结果同样表明,考虑互联网使用情况下的农户生产要素配置能够影响其收入水平,虽然对于务农能力弱农

户而言,土地转入会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降低其收入水平,但结合前文机制分析结果,由于务农能力弱农

户的非农降本效应大于农业增效效应,这部分农户会在互联网使用的作用下更倾向于转出土地,而不是转

39

① 限于篇幅,稳健性检验结果不再列示,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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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土地,恰恰证明了互联网使用推动农户做出的生产要素配置决策是有利于改善农户收入状况的。

表 9　 考虑互联网使用情况下农户生产要素配置对收入水平的影响

变量
收入水平

全样本 务农能力强农户 务农能力弱农户

非农就业 0. 504
 

7∗∗∗ 0. 347
 

5∗∗∗ 0. 569
 

3∗∗∗

(0. 016
 

7) (0. 025
 

3) (0. 020
 

5)
土地转出 0. 137

 

0∗∗∗ 0. 104
 

5∗∗ 0. 193
 

1∗∗∗

(0. 022
 

6) (0. 043
 

0) (0. 026
 

1)
土地转入 0. 102

 

9∗∗∗ 0. 084
 

9∗∗∗ -0. 086
 

1∗∗

(0. 025
 

4) (0. 030
 

1) (0. 038
 

0)
风险投资 0. 467

 

6∗∗∗ 0. 412
 

6∗∗∗ 0. 499
 

1∗∗∗

(0. 030
 

7) (0. 045
 

2) (0. 038
 

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5
 

572 4
 

342 11
 

230

R2 0. 272
 

8　 　 0. 277
 

4　 　 0. 301
 

0　 　

　 　 七、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建立一个典型农户模型,阐明了互联网使用影响农户生产要素配置的理论逻辑,之后基于

2014—2020 年 CFPS 数据,采用联立方程模型,将农户互联网使用自选择特征及生产要素间的关联属性纳入

分析框架,从非农就业、土地流转和风险投资三个方面实证检验互联网使用对农户生产要素配置决策的影

响效果,并对其作用机制、阶段特征、群体异质性和配置合理性进行讨论。 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农户的互联

网使用意愿受到户主、家庭和村庄层面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 户主为男性、受教育程度高、家庭负担小、经
济状况优、所在地互联网环境好的新生代农户更倾向于使用互联网。 第二,互联网使用能够促进农户非农

就业、土地流转和风险投资。 相比于土地流转和风险投资,互联网使用对农户非农就业的影响程度更大。
第三,互联网使用通过提升农户生产组织水平、增加农户信息获取渠道两个途径来影响农户的生产要素配

置决策,两个机制的影响作用与农户的务农能力有关。 第四,互联网使用对农户生产要素配置的影响是逐

步递进的,在初期仅影响风险投资决策,而随着互联网使用程度的加深,也会促进农户兼职型或全职型非农

就业,进一步影响土地流转决策。 第五,互联网使用对不同情况的农户具有差异化影响效果,有助于农户各

取所长对生产要素进行重新配置,从而改善农户收入状况。
根据上述结论可以判断,互联网使用有助于盘活农户生产要素,但在具体的作用效力上还存在改进空

间。 据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首先,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激发农户技术使用需求。 除农户自身相关因素外,村庄层面的因素也会

影响农户互联网使用意愿,但是农村依然是中国发展的短板,基础设施建设远远落后于城市。 要想提高农

户的数字素养和技能,就需要从对村庄的现代化改造入手,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为契机,通过持续完善和建

设新型基础设施,为农户营造一个信息化日常应用场景,从而潜移默化地激发农村互联网市场潜力。 特别

是对于一些地势起伏较大的地区,村庄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缩小该地区在交通条件上的发展劣势,提高

生产要素流通效率,增强互联网技术的扩散效应,进一步消除农户使用互联网的外部环境障碍。
其次,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提高农户金融参与意识。 互联网使用在农户土地流转和风险投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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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明显较弱,对于该问题的解决需要关注土地确权的作用,加快土地确权和权证登记,能够为农户的土

地流转交易提供法律担保,缓解农户的信贷约束,以此推动土地资源的整合优化并释放资本市场的运转活

力。 同时,互联网使用搭建的信息桥梁能够为农户进行风险投资提供更多选择,也就是说,在农户使用互联

网的情况下限制其进行风险投资的主要阻碍不再是金融可得性,而是金融意识淡薄,这就要求培育农户理

财新观念,提高农户参与风险投资的内生动力,使互联网技术在农户生产要素配置决策中发挥实质性作用。
最后,部署落实精准帮扶政策,改善区域发展失衡格局。 互联网使用对于不同地区的农户具有异质性

影响,中东部地区农户在生产要素配置方面受到的影响更大。 考虑到资源流动的逐利性,区域间发展水平

的差异往往会造成优质资源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过分集中于经济较发达地区,进而加重区域发展的不平

衡。 在未来推进数字乡村建设的过程中应充分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更好地挖掘互联网技术功

能,制定并实施具有区域特色的互联网技术赋能政策,通过一定的政策干预减少落后地区的发展阻碍,增强

互联网技术红利的区域包容性,全面促进农户资源配置不断优化,以实现社会整体福利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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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diversification
 

of
 

farmers’
 

livelihood
 

patterns,
 

exploring
 

the
 

mechanism
 

of
 

Internet
 

use
 

can
 

provide
 

a
 

decision-making
 

basis
 

for
 

promoting
 

the
 

popularization
 

of
 

rural
 

Internet
 

in
 

China
 

to
 

serve
 

farmers
 

more
 

accurately
 

and
 

to
 

effectively
 

optimize
 

the
 

allocation
 

of
 

production
 

factors.
 

By
 

establishing
 

a
 

typical
 

farmer
 

model,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Internet
 

use
 

on
 

farmers’
 

production
 

factor
 

allocation.
 

Then,
 

based
 

on
 

the
 

2014-2020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data,
 

this
 

paper
 

uses
 

the
 

simultaneous
 

equation
 

model
 

to
 

incorporate
 

the
 

self-selection
 

characteristics
 

of
 

farmers ’
 

Internet
 

use
 

and
 

the
 

correlation
 

attributes
 

between
 

production
 

factors
 

into
 

the
 

analysis
 

framework,
 

and
 

further
 

test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ternet
 

use
 

and
 

its
 

effect
 

on
 

farmers’
 

off-farm
 

employment,
 

cultivated
 

land
 

transfer
 

and
 

risky
 

investment.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willingness
 

of
 

farmers
 

to
 

use
 

the
 

Internet
 

can
 

be
 

affected
 

by
 

factors
 

such
 

as
 

household
 

head,
 

family,
 

and
 

village.
 

The
 

new
 

generation
 

of
 

farmers
 

with
 

male
 

household
 

heads,
 

high
 

education
 

levels,
 

low
 

family
 

burdens,
 

excellent
 

economic
 

status
 

and
 

favorable
 

Internet
 

environment
 

are
 

more
 

inclined
 

to
 

use
 

the
 

Internet.
 

The
 

impact
 

of
 

Internet
 

use
 

on
 

farmers’
 

production
 

factor
 

allocation
 

is
 

progressive,
 

and
 

it
 

can
 

promote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off-farm
 

employment,
 

cultivated
 

land
 

transfer,
 

and
 

risky
 

investment.
 

Specifically,
 

the
 

impact
 

on
 

off-farm
 

employment
 

is
 

more
 

pronounced
 

than
 

on
 

the
 

other
 

two
 

aspects.
 

The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Internet
 

use
 

affects
 

farmers’
 

production
 

factor
 

allocation
 

by
 

improving
 

their
 

production
 

level
 

and
 

increasing
 

their
 

information
 

access
 

channels.
 

In
 

addition,
 

Internet
 

use
 

has
 

a
 

differentiated
 

effect
 

on
 

the
 

allocation
 

of
 

production
 

factors
 

among
 

farmers
 

residing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those
 

with
 

distinct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land
 

stability.
 

Therefore,
 

it
 

is
 

possible
 

to
 

optimize
 

farmers ’
 

production
 

factor
 

allocation
 

according
 

to
 

their
 

respective
 

characteristics,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inclusive
 

improvement
 

of
 

farmers’
 

income.
The

 

marginal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Firstly,
 

it
 

combines
 

farmers ’
 

risky
 

investment
 

decisions
 

with
 

off-farm
 

employment
 

and
 

cultivated
 

land
 

transfer
 

decisions
 

to
 

explore
 

the
 

role
 

of
 

Internet
 

use
 

more
 

comprehensively,
 

thereby
 

verifying
 

its
 

viability
 

as
 

a
 

medium
 

for
 

revitalizing
 

farmers’
 

production
 

factors.
 

Secondly,
 

it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model
 

to
 

derive
 

the
 

internal
 

mechanism,
 

and
 

then
 

empirically
 

analyses
 

the
 

impact
 

of
 

Internet
 

use
 

and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production
 

factors,
 

which
 

enhances
 

the
 

reliability
 

of
 

exploring
 

the
 

law
 

of
 

revitalizing
 

farmers’
 

production
 

factors.
 

Finally,
 

the
 

discussion
 

on
 

farmers’
 

production
 

factor
 

allocation
 

can
 

help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agricultural
 

and
 

rural
 

development,
 

providing
 

new
 

ideas
 

for
 

the
 

government
 

to
 

formulate
 

relevant
 

rural
 

economic
 

policies
 

and
 

guide
 

digital
 

technology
 

to
 

empower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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